
着先天的自然血缘关系，血肉相连、情同手足、休戚

相关，所以首先不是对象性的认知关系，而是信赖、

情感关系；兄弟姐妹不是陌生人，无须用冷眼打量、

客观研究，而彼此已然声息相通，理解默契。然则

兄弟姐妹的身体生命毕竟是分立的，他们（她们）各

有自己的意识和意志，各有其独立性和不可替代

性；一旦长大成人，就都要安家立业，营建自己的小

家庭、小生活。所以亲兄弟还须“明算账”，即理性

地、冷静地看待各自和相互之间既统一又分化的关

系，特别是在经济生活等方面划出界限，分出你我。

这既是相互承认对方的独立人格，也是相互尊重对

方的劳动和权益。兄弟姐妹之间还应当也必定有

竞争，在友善的竞长争高中共同发展。但是，这种

属于“工具理性”的明算账，不能主导他们（她们）之

间的关系，更不应成为关系准则，乃至形同陌路，损

害手足之情，破坏彼此信任。在有些情况下，他们

（她们）甚至还要为“大家”而弃“小家”，乃至杀身成

仁、舍生取义。这样的“杀身”和“舍生”，恰恰使其

得以“不朽”、“永生”，因为他们（她们）将自己的生

命转换为族类生命的生生不息。———“纵身大化

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①陶

渊明的这首明显具有道家和佛学色彩的诗，也许是

身体哲学的最高境界，但我们所希望的，则是无数

人类个体身体的相互彰显，生命的共生共荣。

①　陶渊明：《形影神赠答诗》。

［张曙光（１９５６—），男，江苏省沛县人，北京师范大学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哲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主

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中国哲学研究。］

中医“身体符号”系统的特征及其意义

张再林

（西安交通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陕西 西安７１００４９）

　　中国古代哲学是

一种有别于西方传统

的意识哲学的“身体哲

学”，中国古代的符号

系统也是一种有别西

方传统的意识符号系

统的“身体符号”系统。

这种“身体符号”系统

最初发端于《周易》这

一中国古代的“元符”

里，并以一种源远流长、源流不二的方式体现在一切

中国古代的文化形式之中。其中，中国古代的中医

理论可以视为其最为实证、也最为生动的应用，并且

其作为一门具体的“应用科学”，使这种“身体符号”

系统和中华民族每一个人的生命的疾苦、生命的安

危息息相通。可以说，它的存在实际上已经超越了

单纯的学科和学术意义，其直接关乎着我们民族能

否生存、能否绵延这一切身的命运。

中医的“身体符号”系统有别于西方的意识符号

系统，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符号的亲身性而非祛身性。众所周知，能

指与所指（即名与实）的严格分离是西方一切意识符

号系统赖以成立的前提。也正是这种分离，一方面

导致了作为概念—命题—语篇这一符号体系的自足

性和独立性，另一方面也导致了所谓的“符号的任意

性”（索绪尔语），导致了符号日益远离我们亲感亲受

的身体，及身体生存和体现于其间的“生活世界”，而

使符号日益具有其高度的抽象性，具有其突出的“符

号唯心主义”的性质。而今天随着计算机网络技术

的发展，人类为自己建构的愈来愈“超真”的“虚拟空

间”、“虚拟世界”，恰恰是这种“符号唯心主义”的有

力见证。与之不同，与《周易》的“近取诸身”、“象也

者，像也”的原则一致，中国古代中医的符号系统与

其说更多地坚持能指与所指的分离，不如说更多地

强调两者之间的须臾不可分离。它的基本符号，诸

如气血、阴阳、经络、藏象等等，并非是高度抽象的祛

身的概念，而是人身体生命直接的活生生的征候和

象征。故张介宾《类经》释“藏象”时称：“象者，形象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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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藏居于内，形见于外，故曰藏象。”①同时，也正是

从这种“藏象”不二、以“象”测“藏”的符号理论出发，

中医强调面有面象、舌有舌象、脉有脉象，以至于神、

色、形、态无一不是“象”，以至于所谓辨证施治不过

就是辨象施治。这一切，不仅使中医的符号作为一种

有血有肉的身体性符号严格区别于西医的概念性符

号，而且也使中医的符号系统从一开始就立足于人生

于斯长于斯的“生活世界”，而告别了西方符号理论与

实践中愈骛愈远的“符号唯心主义”的性质和特征。

其二，符号的互文性而非独白性。一旦进入西

方的意识符号系统，人们就会发现，正如西人的语言

“表达”（犪狉狋犻犮狌犾犪狋犻狅狀）一词本身就兼有“分节”的含义

那样，不仅其符号的能指形式，而且其符号的所指内

容都无不具有极其突出的二元对立的特征，并从中

导致了诸如是与非、真与伪、善与恶、美与丑等等意

义的二值对立的产生。而所有这一切二元对立，实

际上都是以所谓“同一化”为其理论参照和前提的。

故对一种“同一化”的归依似乎已成为西方符号学的

宿命，其注定了西方符号系统不可避免的独白性质，

并从中不仅为我们诞生了西人引以自豪的所谓“唯

真”的科学，而且也使今天计算机时代风靡于世的纯

粹数学化的、程序化的编码技术成为可能。相反，在

中医的符号系统中，我们却看到有别于“独白”的符

号形式的一种“互文”的符号形式。这种符号形式与

其说更多强调的是符号的“同一化”，不如说依据《周

易》“物相杂，故曰文”、“爻者，交也”的思想，并“近取

诸身”地从男女交感的元话语出发，更多强调的是符

号的“交互性”之旨。而作为中医核心符号的“阴阳”

的推出，正是这种“交互性”的集中体现。换言之，

“阴阳”并非像自然科学的表述那样，是对两种完全

不同的自然物质属性的概念性表述，而是对身体生

命系统“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一关系状态的描述

性的指称。这一方面意味着“阴平阳秘，精神乃治；

阴阳离决，精气乃绝”②，意味着“凡物之死生，本由乎

阳气；故今人之病阴虚者十常八九，又何谓哉？不知

此一阴字，正阳气之根也”③，也即中医坚持阴阳两者

互根互生，两者须臾不可分离，而其所谓的辨证施治

不过就是阳病治阴、阴病治阳，以使人的身体从阴阳

失调重新恢复到阴阳平衡；这另一方面则进一步地

意味着，中医理论与西医理论不同，从这种根于每一

个个体生命的阴阳关系出发，它实际上并没有标准

的“健康人”与非标准的“病人”的严格的区分。一如

在庄子的眼里，“支离疏”这一残疾人并非为非人类

的异类和怪类那样，对于中医来说，每一个人既是一

种潜在的“病人”又同时为一种潜在的“健康人”。这

样，正如尼采用身体的语言表达彻底颠覆了道德的

善恶二分的严格规定一样，中国古人也用同样的语

言根本消解了健康／疾病两者势如水火的对垒，并从

中真正实现了对人类生命中如魔附身般地永挥不去

的一种自在的“病魔”的祛魅，和重拾在现代医生的

威严的目光下业已荡然无存的我们每一个人对自己

生命的自信。

其三，符号的家族性而非个体或整体性。在符

号的组织方式和意义流程上，西方符号系统理论要

么基于个体的符号，要么基于整体的符号。如果说

前者是以分析主义符号学为其翘楚的话，那么后者

则是以结构主义符号学为其代表。其实，无论是上

述的哪一种符号理论，其都不失为一种“基础主义”

的理论。而作为一种“基础主义”的理论，西方符号

学不仅不能超越一种“本质主义”对其的规定，亦无

法走出个体与整体之间的二元悖论的困境。然而，

与这种“基础主义”的符号理论不同，中医的符号理

论则为一种“没有基础的基础”的理论。该理论既非

基于符号的个体，也非基于符号的整体，而是基于

“阴阳”符号的动态的互文，以及从这种动态的互文

中所产生的不断生成、始终开放的“符号家族”。在

这种“符号家族”中，其虽然不服从于“本质主义”的

一成不变的规定，却可以以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类

似”这一“常中有变，变中有常”为其方法论途径。这

样，在中医理论中，既非分析主义的分析的方法，也

非结构主义的整体的方法，而是生命系谱的“类推”

的方法成为符号生成、符号运演的不二法门。我们

看到，正是基于这种“类推”的方法，才有了《黄帝内

经》诸如所谓的“援物比类”、“何必守经”，以及“不引

比类，是知不明也”之说。同时，也正是基于这种“类

推”的方法，一方面，才可以使中医以一种“远取诸

物”的方式，以天之“五行”类比于人之“五脏”，以天

之所生的寒、暑、燥、湿、风类比于五脏所生的喜、怒、

悲、忧、恐；另一方面，又可以使中医以一种“近取诸

身”的方式，其“阴阳”概念虽取象于男女两性，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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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张介宾：《类经》，第３３页，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１９６５。

《黄帝内经·素问·生气通天论》。

张介宾：《类经附翼·真阴论》，第４４５页。



又不仅仅局限于男女两性，而是可以引而申之的推

及到一切生理现象、一切病理现象以及一切药理现

象之中，乃至“阴阳者，数之可十，推之可百，数之可

千，推之可万，万之大不可胜数，然其要一也”①，并最

终使中医理论成为一种地地道道的“泛性主义”的理

论，也即“阴阳为纲”的理论。而值得注意的是，正如

中医的“亲身”的符号学思想、“互文”的符号学思想

取之于《周易》一样，中医的“类推”的符号学思想同

样也来源于《周易》，其不过是《周易》的“方以类聚”、

“触类旁通”和“象即类也”思想在中医的符号学中的

生动运用。因此，在这里，我们又一次见证到了古人

所谓的“不知《易》，不足以言医”之真理，见证到了所

谓的“医、《易》相通”，也即中医理论与《周易》理论实

际上是息息相通的。

既然“医、《易》相通”，既然《周易》被人们视为是

中国传统文化符号中之“元符”，那么，这就意味着中

医符号系统的意义已不仅仅局限于某种部门学科，

而是作为根本性符号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符号的集中

体现；意味着对中医符号系统的评价也已不仅仅是

对中医的符号系统自身的评价，实际上不啻为对我

们整个民族文化符号的评价，并最终在文化即“符号

化”的意义上，乃是对我们整个民族文化的评价。以

至于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医的存亡已不再仅仅是

中医本身的存亡，而是实际上关乎着整个中华民族

传统文化的存亡；中医的命运也已不再仅仅是中医

本身的命运，而是实际上关乎着整个中华民族传统

文化的命运。因此，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当前国内的

种种视中医为所谓“伪科学”，认为中医可以休矣的指

责，与其说是对中医本身的指责，不如说就其根本指向

而言乃是对整个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指责，尽管心存

良善的指责者本人也许对此并没有真正的自觉。

耐人寻味的是，当国内一些学人以所谓“科学主

义”之姿对中医理论大加鞭挞之际，在“科学”故乡的

西方，后现代主义的哲学家们则正在掀起一场对“科

学主义”深刻反思的运动。而这一反思不仅使西人

开始祛除了科学及科学符号的神圣的光环，也从中

导致了一种之于全新的“身体符号”思想的再次发

现。而这一切，最终也为今天备受争议的东方古老

的中医符号思想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援。

发端于尼采，并为梅洛庞蒂、德勒兹等哲学家

蔚为发扬光大的后现代主义的“身体符号”思想（还

包括与此相应的后现代主义“语用论”的符号思想）

虽见仁见智、观点各异，但有一点却是大家所共同遵

奉的，即它们都强调身体表现本身可以是并且必然

是一种语言、一种表达，它们都主张这种语言、这种

表达是一种彼此之界限可以被僭越的“复杂化”的语

言、“复杂化”的表达，而非一种整齐划一的“同质化”

的语言、“同质化”的表达，它们都反对从一种本质主

义的个体化或整体化的“元型”出发去建构某种一成

不变的话语模式和结构，而是坚持真正的话语模式

和结构，一如维特根斯坦“家族类似”原则所指，并非

封闭式的、还原式的和集约式的，而为开放化的、衍

生化的和离散化的。一言以蔽之，它们都对一种祛

身性的、独白性的、本质性的唯心主义的符号语言敬

而远之，而开始归依于一种亲身性的、互文性的、家

族性的唯身主义的符号语言；虽然较之中国古代的

身体符号思想，西方后现代主义的这种身体符号思

想在理论的系统性和圆融性上尚有不少的差距。②

而这种符号学的“身体转向”之所以成立，其根本原

因就在于，这些后现代主义哲学家们相信，不仅信仰

身体比信仰思想更为根本，而且身体并非是无序和

混乱的万恶之源，而是为我们代表了一种比思想更

为丰富、也更为明晰和更为确切的现象。

因此，在这里，我们毋宁说看到了人类符号学思

想在中西之间的一种殊途同归。这种殊途同归，既

可视为是对中国古老的身体符号思想的现代呼应，

又可从中使我们见证到这一身体符号思想超越时

空的普世性。这样，在我们整个人类文化面前，就

呈现出了两大文化符号系统：一为意识符号系统，

一为身体符号系统。如果说前者的主旨是祛生的、

理性的、科学的话，那么后者的主旨则为生命的、感

性的、审美的；如果说从前者中为我们产生了现代

人类的科技之文明的话，那么从后者中则为我们滥

觞出诸如中医这样的古老的生命医学，还有为中西

文明共同拥有的体现在音乐、诗歌、绘画、舞蹈等个

体生命表达形式中的无数的艺术之作，因为按照身

体符号学家的观点，艺术是作为“肉体的话语”而诞

生的，艺术是基于一种世界与身体的“相似性”才使

其成为可能（梅洛庞蒂语）。

无疑，在这两大符号系统之间，人们无意作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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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内经·素问·阴阳离合论》。

关于这种差距，可参看笔者的《系谱学与周易史观》一文的有关

论述〔载《学海》，２００８（１）〕。



种非此即彼的选择，也无意否认意识符号系统在人

类文明进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性。然而，从时代语

境出发，并置身科学话语独霸天下、人人被科学符号

所编码而沦为数字和程序的今天，置身于“审美救

赎”业已被提到议事日程并日益变得刻不容缓的今

天，我们不能不承认，向人类的身体符号的回归，正

在成为并代表着我们新的时代精神的真正指向。在

一个“符号帝国主义”的时代业已降临之际，这种回

归不仅有助于使人类文化克服今天愈演愈烈的“符

号唯心主义”，有助于使人类摆脱科学符号的“同质

化”所造成的“权力话语”无所不在的统治，而且更重

要的是，它将使人类再返语言之源，使人类重新觉醒

到，唯有血写的文字才是真正的文字，唯有每一个人

自身的活生生的生命语言才是真正的语言。

［张再林（１９５１—），男，河北省南皮县人，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

中西文化比较研究。］

身体的神秘：法国现象学的一个独特维度

杨大春

（浙江大学 人文学院 哲学系，浙江 杭州３１００２８）

　　美国哲学家塞尔

把他的一本关于心智

哲学的著作命名为《意

识的神秘》①。然而，

由于他本人以及英美

主流的心智哲学家都

坚持某种或强或弱的

唯物主义（物理主义、

自然主义）立场，意识

从根本上丧失了神秘

性。他们批评笛卡儿主义的心身二元论，将其比喻

为“机器中的幽灵”，最好不过地表明了这一点。就

欧洲大陆哲学而言，不管是从笛卡儿到胡塞尔对于

纯粹意识的强调，还是从尼采到德勒兹对纯粹意识

的否定，也都就此提供了相当充分的说明。事实上，

值得注意的不是“意识的神秘”，而是身体的神秘。

在法国哲学中，身体观经历了从早期现代哲学到后

期现代哲学再到后现代哲学的演进。早期现代哲学

在身体观上坚持唯心主义（观念主义）立场，把“身

体”纳入到观念的秩序中，作为认识对象的身体根本

谈不上神秘；后现代哲学（结构—后结构主义）在身

体观上坚持的则是唯物主义（物理主义）指向，把身

体视为欲望机器，同样看不出身体有什么神秘。人

们注意到，作为后期现代哲学的典型代表，法国现象

学家在身体问题上抛弃传统的唯心主义立场，却尚

未通向唯物主义姿态：那些代表性的现象学家们为

我们提供了一种主张“心灵的肉身化”和“身体的灵

性化”双重进程的身体观，展示了那种融主客、心身

为一体的返魅的身体。

笛卡儿的心身二元论把身体视为单纯的客体，

康德也认为身体仅仅是认识的对象，而这样的情形

在现象学奠基人胡塞尔那里并无多大的改变。胡塞

尔在描述心理主义的时候，涉及了身体问题。依据

列维纳斯的转述，“在心理主义态度中，我们与一种

关于世界的科学打交道。我们称之为世界之实在的

整体，也包含了人及其身体和心理状态；人是世界的

一个部分，山和树也是如此。同样，心理学在其不同

学科中研究的只不过是作为一种自然存在的，拥有

一个身体、依赖于世界和世界的因果性的人”②。胡

塞尔反对心理主义，但他的现象学还原并没有因此让

身体摆脱作为客体的地位。列维纳斯就此写道：“身

体本身（其与意识的关系在心理学中形成为人们所

谓的心理—物理问题）在还原中并没有消失：它首先

是被那些体验、那些内在感觉、那些一般肌体觉行为

之全体所建构的；它也作为某一特殊结构的一个意

向对象被给予我们，在经验的整体中扮演着一个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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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的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将汉字的构造原理总

结为六种：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从

汉字的产生来看，“象形”、“指事”体现了先民“近取

诸身、远取诸物”从而“以类万物之情”的具身性特

征（例如，人、口、手、上、中、下、日、月、水、火等等）；

“形声”、“会意”由形、声和形、形之间的呼应继而意

义共振合构体现了汉字造字的互文感应特征（例

如，人仑为“伦”、亡目为“盲”、止戈为“武”、三人为

“众”）；这一合构亦如男女之好合而表现了家族的

繁衍，《说文解字》释“字”为“乳义”，清人段玉裁注

为“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会意”、“形声”之“有

意义”的合构加上“转注”、“假借”就孳乳了汉字的

家族性（例如，肢、枝、歧；又如，浅、钱、残、贱；再如，

背、北、负、倍）。因此，作为身体符号的汉字，每一

个汉字即如一个独特的面相，蕴涵着独特的情感和

生命；同时，汉字之间又依类而为文，感应交织，成

为生命象征的“文”字系统。正是文字的这种生命

和情感特征，使得中国哲学成为一门“研究人生切

要问题的学问”，一门特别讲求以身体之的的“活”

学。它不关注各个字词分解的抽象含义，而在意于

字里行间所流淌着的活泼泼的生命。正如陆九渊

在回答弟子问其“性、才、心、情如何分别”所说：“今

之学者读书，只是解字，更不求血脉。且如情、性、

心、才，都只是一般物事，言偶不同耳。”①古人问学

讲求从血脉上体察相通，真正体现了“人”与“文”的

非一非异、内外一如。

这一身体符号系统不仅体现文字系统，在书法、

诗辞歌赋、国画、中医等中国传统文化的诸多其他领

域亦不可胜言。不同于意识符号从“独头理性”出发

的傲慢，最终由宰制外物招致了自身的反缚，身体符

号以其“感而亨通”的生命一体实现了“人”与“文”的

真正统一。如此看来，面对意识符号系统的困境，唯

有重置身体符号这一新“坐标原点”，从身体出发，从

生命出发，才有望破解符号的“反噬”，才能最终实现

生命的完整与共享，也才能最终达到人与自然、人与

人造物乃至与他者的和谐统一。

①　《陆九渊集·语录下》，卷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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